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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51580808][bookmark: _Hlk151580818]摘要：为进一步细化研究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同类型合作伙伴及合作深度的影响，回答在什么条件下创新生态系统会产生高创新绩效这一问题，考察企业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主体（供应商、客户、大学及研究机构、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深度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两种典型专用性投资在合作深度及创新绩效之间的非线性调节作用。基于对山东、辽宁两省高技术产业的调研数据构造变量测量量表，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除了与客户合作深度之外，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与不同类型合作伙伴合作深度越高则企业创新绩效越好，其中与政府合作的积极影响最大，与金融机构合作的影响次之，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的影响最小；除了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外，企业的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在企业与其他类型合作伙伴的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影响中存在倒“U”型调节作用，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只有在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影响中具有线性的正向调节作用。由此提出加深创新生态系统主体合作深度、适度运用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正向调节作用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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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51991493]Abstract: To further refine the impact of partner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the depth of cooperation i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answer the question of under what conditions innovation ecosystems can generate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depth of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the core actors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 (i.e., suppliers, customer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government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non-linear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two types of typical specific investments, namely, investments in physical assets and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operation depth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Shandong and Liaoning province, a variable measurement scale is constructed, and empirical testing is carried out by hierarch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except cooperation with customers, the higher the cooperation depth of other different types of partners i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 better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 among them,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has the greatest positive impact, followed by cooperation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except cooperation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specific investment in physical assets have an inverted U-shaped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mpact of cooperation depth, however, human capital-specific investment only has a linear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operation depth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enterprises can deepen the cooperation depth of the subject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appropriately utilize physical asset-specific investmen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of capital-specific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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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微观层面上，很多企业的创新模式从研究和开发转向连接和开发，企业与外部机构正在从合作走向融合合作，由此大量的研究开始关注合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创新生态系统作为最新的创新范式，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不同主体间的竞合、价值共创方面，特别在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宏观上，王文娜等[1]研究发现深度的产学研合作能够提高国家高新区全要素生产率；微观上，张羽飞等[2]发现深度合作能够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马艳艳等[3]则发现企业研发合作深度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Toroslu等[4]却发现企业研发合作会减缓新生企业取得标志性研发成果的速度。上述研究对于理解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仍有两个重要的研究不足：
第一，现有相关研究一般都将产学研合作与创新绩效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并没有细化研究不同类型合作伙伴及合作深度的影响；将政府与金融机构分别作为管理协调者及资金供给者的角色，鲜有研究将两者作为创新合作者，研究创新生态系统异质性合作伙伴的文献稀缺，合作伙伴的异质性被忽视。实际上，企业与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同类型合作伙伴（如大学、政府、供应商、客户、研究机构、金融机构）的不同合作深度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也是不同的[5]。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创新生态系统中异质性合作伙伴及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及其程度。
第二，目前仅有的少量关于异质性合作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且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虽然众多研究表明创新生态系统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合作创新各方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等原因造成未达到合作创新效果、创新绩效低[6]。相关实证研究也同样呈现不同的结果：Kaufmann等[7]研究发现与企业客户的合作对于企业新产品开发没有显著影响；而Tödtling等[8]研究发现供应商对于新产品开发没有贡献；此外，甚至有研究发现与供应商和客户对企业创新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产学合作对内部研究具有挤出效应[9]。另外，Amara等[10]研究发现与供应商和客户合作对企业创新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次法国社区创新调查也表明，14%的研发合作由于合作困难而不得不放弃或推迟其创新项目，最终导致合作失败[11]。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与客户和公共研究机构的研发合作强度对专业供应商部门是有效的[12]；大学能够提升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企业创新绩效，而科研机构对其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有限[5]。上述研究提供了混合的结果，并不能明确创新生态系统是否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推动作用。这种缺乏共识的一种可能解释是仅仅接触外部知识不足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情境是造成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因素。依据情景依赖理论，创新生态系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还与其他情境变量有关[13]。专用性投资是跨组织合作的一个重要构念，本研究认为专用性投资对创新生态系统具有边界效应。专用性投资是企业为支持特定交易或合作关系而投入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资产，当合作对象变化或合作关系结束时，该资产的价值会大幅度贬值甚至减少为零[14]。为了能够有效治理机会主义，实现企业之间的高水平合作，在合作关系建立之初需要合作企业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专用性投资就是这种优势资源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15]，进行专用性投资是保障合作创新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多主体参与的系统治理机制是系统实现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16]。从这个意义上说，专用性投资作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治理机制，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然而这一点并未引起国内外研究的关注，其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鲜有研究。
[bookmark: _Hlk151579761]本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1）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合作伙伴的深度合作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吗? 对此，将分别考察企业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主体（供应商、客户、大学及研究机构、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深度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进一步挖掘合作伙伴在创新中提供知识的异质性等原因而带来的异质性创新绩效。（2）当专用性投资水平不同时，合作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是否会有所变化? 依据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情境依赖理论及专用性投资理论，将构建专用性投资对创新生态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的倒“U”型调节模型，并进一步细化考察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及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两种典型专用性投资的调节效应，从而回答在什么条件下创新生态系统会产生高创新绩效这一问题。
[bookmark: _Hlk147588626]2 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bookmark: _Hlk151579643]2.1 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与创新产出
[bookmark: _Hlk147588310]企业通过与供应商、客户、大学和研究机构、政府及金融机构等多主体构建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开展优势互补的合作[17]，其中创新生态系统更侧重于主体间的依赖与互补关系[18]。合作深度指合作伙伴互动的程度，是增进合作主体的交互频率、知识和资源交互的充分程度[1]，决定了合作伙伴间知识转移和学习的机会。与辛冲等[18]的研究一致，关注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大学和研究机构、政府及金融机构5个合作伙伴，研究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交换理论（relational exchange theory，RET）认为交互频率的增加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中合作伙伴间认同感提升，形成基于信任、承诺等关系资产，这些关系资产是跨边界获取组织间知识的关键，特别是有助于隐性知识的共享和转移，有利于提高创新绩效[19]。在合作过程中，合作伙伴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动，合作双方的信任则可能有效地减少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动，有助于降低知识转移风险和成本，这将进一步提高创新绩效。创新管理理论认为隐性知识在转移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关键技术知识的传递和扩散，这对于企业整合创新资源进行新产品研发或技术升级非常重要，可以帮助企业准确理解新知识和技术，从而提高创新产出[5]。此外，吸收能力理论认为合作双方合作越深，企业对自己及合作伙伴创新资源的了解就会越深，从而会更有针对性地吸收知识，降低知识搜寻和甄别成本[5]，提高知识获取和使用的效率及企业创新绩效。综上，通常认为合作深度有助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然而由于创新生态系统中合作主体的功能及知识的异质性，有必要分别考察不同类型合作伙伴的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企业与供应商及客户合作、供应链创新都有利于组织学习，可以创造出充满刺激性的环境氛围，从而激发出新的衍生想法和创新思想。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围绕客户和供应商关系的产物，价值链上的紧密合作促进了用户和供应商之间的知识转移和技术诀窍分享，有利于产品和工艺进行改进。大部分实证研究结果都表明，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合作创新对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原因如下：与供应商、客户的合作可以为企业提供灵感，能够有效促进新产品的完善，对企业产品创新产生积极影响[20]；大量异质性客户为企业创新贡献了丰富的知识流，提供了诸多的问题解决方案，成为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原动力[21]；Wang等[22]的研究还发现需求拉动型知识（包括来自供应商、客户的信息）对新产品的影响最大，两者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综合来说，供应链企业合作能够为企业提供创新所需要的技术知识与市场知识，合作深度越高，企业创新绩效越好。由此，提出假设：
H1a：企业与供应商合作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1b：企业与客户合作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大学是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主力军[23]，而研究机构在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技术相结合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企业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创新能够有效地拓展技术视野、迅速获得技术溢出，进而打通企业创新链条，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绩效。企业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创新能够不断创造新技术、新知识，增强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与能力[24]。美国硅谷是典型的创新生态系统合作组织地，硅谷的发展过程证实了高校与研究组织的密切合作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与研究机构合作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尽管有研究认为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知识与企业知识差距太大，企业难以理解消化吸收，更容易导致合作失败等不良结果[25]；少数研究结果也呈现出大学与研究机构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26]，或者是倒 “U”型关系[27]。同样，企业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深度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大部分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调查发现如果没有大学及研究机构参与，在美国医药、电机等新兴产业，10%的新产品与新工艺不会出现[28]。易巍等[23]的研究表明，高校主要通过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与合作创新等途径实现知识溢出，进而促进创新的提升。从实践看，以健康行业为例，学术研究成果借助产业这一载体可以更加迅速地转化为挽救生命的产品，从而保障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29]。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将会有效促进企业与大学之间的知识流动，提升企业创新能力[30]。由此，提出假设：
H1c：企业与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合作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企业与政府深度合作能够从3个方面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第一，获得政府支持能够提高企业合法性，有助于企业获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等优惠政策[31]，以及获得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有价值的信息，能够促使企业更好地理解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及获取创新资源，降低研发的不确定性和失败风险，提高创新绩效。第二，良好的政企合作关系还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对具体新产品开发项目及企业整体创新活动的支持。政府对企业具体的新产品项目给予资金或政策的支持还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预示着项目具有技术先进性或优良的市场前景；企业获得政府对其整个创新活动的支持，例如，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企业从政府所获得的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一系列支持，而且根据信号传递理论，该支持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表明政府对企业在新产品开发与创新能力方面的认可[32]，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吸引创新生态系统中更多的其他主体积极地参与到企业主导的新产品开发项目。第三，根据制度理论，由通过法律或社会制裁实施的规则和规范组成的制度环境限制了企业的行为，并决定了企业合作相关的交易成本水平。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合作联系，可以利用制度力量来规范其合作伙伴的行为，从这一角度来看，企业与政府合作也是一种控制合作伙伴行为的治理手段，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政府干预有利于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保驾护航的作用。实证研究也发现企业与政府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助于企业创新[33]。由此，提出假设：
H1d：企业与政府的合作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企业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金融机构能够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缺乏财政资源是企业创新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与金融机构合作是企业克服此类金融障碍的关键渠道，因为这种创新伙伴关系可以为企业新产品创新开发提供融资渠道。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投资金额大的特点，我国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时经常会面临融资约束，企业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有助于金融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充足资金、有效缓解企业资源的约束，使企业将资源集中投入到产品研发及商业化过程中，提升创新绩效。根据信号传递理论，间接效应在于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融资支持同样具有信号传递的效应，具有认证作用，向外传递企业经营模式和市场价值被认可的积极信号[34]，这同样有利于创新生态系统中其他主体与企业合作、参与企业创新，企业也更有可能与创新生态系统的其他多创新主体建立合作关系，增加异质性知识流入，从而激发新颖创新想法、提升创新绩效。此外，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有助于缩短产品创新开发所需的时间[35]，可以减少寻找资金和投资者支持新产品创意所需的成本和时间；金融机构不仅为新企业提供更好的条件和金融服务，还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其他拥有金融资源的企业，从而加快产品创新的速度。由此，提出假设：
H1e：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2.2  专用性投资的调节作用
合作一方进行专用性投资表明其投资于持久关系的愿望，能够增加合作另一方的合作行为和交易价值[36]。更高的特异性产生了难以模仿的特定知识、文化规范和惯例，提高了内部效率和协调性。RET指出专用性投资可以促进信任、承诺、社会嵌入性、互惠性和慈善性，产生社会资本[34]。当知识输出方不能充分确定知识接受方是可信的，通常不会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专用性投资增大了企业的违约成本，表达了企业构建长期合作关系的积极意愿，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的风险感知水平和提升合作伙伴对企业的信任度[37]。比如，物质资产类专用性投资表现为针对特定交易关系而投入的工具、设备、机器等物质资产。由于此类资产的价值将随着特定交易关系的结束而大幅贬损，从而在实际交易过程中扮演了资产抵押品的角色，这意味着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越多，则企业更换合作伙伴的潜在成本越大，对企业自我约束力越强。人力资本类专用性投资表现为满足特定交易而投入的知识资产，由于此类知识资产往往与特定交易关系紧密相连，对特定合作伙伴有较强的依附性，当交易关系中止，这些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收益会大幅减少，甚至消失。关系专用性投资可以促进企业间的技术合作，提升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互补能力，进而提升生产效率；专用性投资作为可置信承诺，表达了投资方的合作信心。因此，专用性投资密切了双方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企业和合作伙伴间信息共享，增强双方对未来的合作信心。
由此可以认为，创新生态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联系随着专用性投资的增加而增强这一推论得到部分实证结论的支持。有研究发现专用性投资促进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有助于知识转移与关系学习，通过增加双方的知识投入和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进而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38]。此外，专用性投资的增加有助于改善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增加了合作伙伴间的忠诚度，并提升其对复杂和隐性知识的吸收能力。具体来看，物质资产类专用性投资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研发与销售能力，从而推动企业与合作伙伴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知识合作[39]；人力资本类专用性投资增加了企业在特定领域的知识积累，提升了企业对特定合作伙伴专有知识的理解和吸收能力。显然，两种类型的专用性投资均有利于企业与合作伙伴实现更高层次的知识交流与信息互换，从而提升其获取先进知识的能力。总之，关系专用性投资会提升合作关系的价值，提升合作创新活动绩效和合作企业能力等，专用性投资越多，价值创造效应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专用性投资表现出正向的效应，如图1所示。
虽然专用性投资促进了知识转移，但过度专用性投资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资产专用性容易导致机会主义，进一步使资产价值的下降，产生套牢/锁定效应，专用性投资越多，套牢效应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专用性投资表现出负向的效应，如图1所示。关系专用性投资作为一种沉淀成本，只有在特定交易中可以实现价值最大化，这使企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面临被机会主义行为侵占的风险，进而抑制创新效率[40]。比如，物质资产类专用性投资带来的关系锁定效应将会增加企业的转换成本；人力资本类专用性投资将会增加企业对特定交易关系的依附性。因此，当专用性投资水平较低时，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均有助于提升企业知识获取的能力，但随着专用性投资水平的不断增加，并使企业被锁定在特定的交易关系时，锁定效应的形成将使企业知识的搜寻与获取被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从而不利于企业对先进知识的搜寻与获取。此外，由于企业自身资源有限，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资产的过度投入势必挤占企业有限的资源，影响企业对学习的投入，制约企业学习、获取和吸收外部新知识的能力，进一步降低企业知识获取的效率。也有实证研究发现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会减弱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39]。
【图1中：纵坐标标目的位置和方向改按本刊规范要求执行。即，居于坐标轴左侧上下居中，且字为自下而上连读；横坐标标目改置于坐标轴下方左右居中】


图1  企业专用性投资在创新生态系统对创新绩效影响中的作用效应

综上，在不同的专用性投资水平上，价值创造和负面效应相辅相成。如图2所示，当专用性投资水平较低时（低于拐点m），价值创造的正向效应大于套牢的负向效应，此时专用性投资的提高加强了创新生态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联系；相反，当专用性投资水平较高时（高于拐点m），负向套牢效应大于正向价值创造作用，因此专用性投资的增加会降低合作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联系。专用性投资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倒“U”型。由此提出假设：
H2：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在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存在倒“U”型调节关系。
H3：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在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存在倒“U”型调节关系。
【图2中：纵坐标标目的位置和方向改按本刊规范要求执行。即，居于坐标轴左侧上下居中，且字为自下而上连读；横坐标标目改置于坐标轴下方左右居中，且“m”改为斜体】


图2  企业专用性投资在创新生态系统对创新绩效影响中的综合调节效应

综上所述，构建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研究概念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和数据采集
本次调查对象是高技术产业，因为其知识和技术密集、合作行为多、创新活动频繁。在正式发放调查问卷之前进行了预调研，实地调查主要针对山东省和辽宁省高技术产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首先，管理人员被邀请详细说明合作相关类型的日常创新活动。然后，项目组向管理者解释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及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请管理者比较当两种专用性投资不大、适中和较大时，企业这些合作创新活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最后，管理人员被邀请填写一份初步的问卷，就项目的清晰度以及回答这些问题的困难提供反馈。其中一个重要的见解来自两位经理的评论，即对于很多企业，所有问卷项目都应涉及业务部门而不是公司层面，因为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做法可能有很大差异。
笔者所在项目组通过现场发放和在线发放两种方式共发放972份问卷，回收661份问卷，剔除284份因答案重复率高、答案规律、答案缺失项多等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377份。从两个方面检查了无反应偏差：第一，t检验的结果表明，早期和晚期被调查者的每个构念的平均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第二，检验了无回应企业与回应企业在规模和行业细分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发现两个变量没有显著差异（P˃0.05）。所有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IP
	4.289
	1.545
	
	
	
	
	
	
	
	
	
	
	
	
	

	2 Supp
	3.857
	1.903
	0.190***
	
	
	
	
	
	
	
	
	
	
	
	

	3 Cust
	4.037
	1.725
	0.111**
	0.021
	
	
	
	
	
	
	
	
	
	
	

	4 U&RI
	3.573
	1.580
	0.235***
	0.156***
	0.121**
	
	
	
	
	
	
	
	
	
	

	5 Gove
	3.395
	1.695
	0.332***
	0.117**
	0.343***
	0.242***
	
	
	
	
	
	
	
	
	

	6 Fina
	3.292
	1.838
	0.223***
	0.045
	−0.017
	0.147***
	0.182***
	
	
	
	
	
	
	
	

	7 PSIs
	3.865
	1.803
	0.301***
	0.124**
	0.108**
	0.118**
	0.157***
	0.164***
	
	
	
	
	
	
	

	8 HSIs
	3.621
	1.841
	0.257***
	0.151***
	0.078
	0.184***
	0.162***
	0.169***
	0.158***
	
	
	
	
	
	

	9 FS
	3.767
	1.974
	−0.144***
	−0.032
	−0.040
	−0.108**
	−0.134***
	−0.072
	−0.109**
	−0.144***
	
	
	
	
	

	10 FA
	4.172
	1.839
	−0.025
	0.019
	0.082
	0.100*
	0.034
	−0.039
	0.038
	0.018
	0.070
	
	
	
	

	11 R&D
	4.212
	2.056
	0.009
	−0.078
	0.043
	−0.030
	−0.015
	0.066
	0.014
	0.009
	−0.107**
	0.045
	
	
	

	12 ROS
	3.790
	2.228
	−0.019
	0.023
	−0.010
	0.122**
	−0.092*
	−0.079
	0.084*
	0.074
	0.048
	0.017
	−0.116**
	
	

	13 IS
	4.074
	1.532
	0.209***
	0.017
	0.088*
	0.175***
	0.118**
	0.040
	0.112**
	0.105**
	0.136***
	0.078
	0.096*
	−0.038
	


[bookmark: _Hlk145865533]注：1）**为P < 0.01， **为P < 0.05，*为P < 0.1；2）IP代表企业创新绩效，Supp代表供应商合作，Cust代表客户合作，U&RI代表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Gove代表政府合作，Fina代表金融机构，PSIs代表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HSIs代表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FS代表企业规模，FA代表企业年龄，R&D代表研究与开发密度，ROS代表销售利润率，IS代表创新战略。下同。
[bookmark: _Hlk147592459]
3.2  测量工具
（1）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绩效的测量，大量的研究采用的是授权专利，但授权专利并不必然导致创新，从而本研究主要参考祝明伟等[41]的做法，采用Likert量表进行测量。已有相关研究中大部分问卷设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测量都是采用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较，为了更好地反映创新生态系统合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本研究将问卷设计成与企业自身未进行合作时相比较，以反映企业创新绩效的变化。
[bookmark: _Hlk147592539][bookmark: _Hlk147592518]（2）解释变量。自变量合作深度与组织间联结的频次有关，反映了双方的重复交互程度。参考Yli-Renko等[42]的研究，采用5个测量项分别测试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深度；企业与政府合作、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的测量分别借鉴了解学梅[43]、辛冲等[18]的研究，采用3个题项；参考Wang等[44]的研究，调节变量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与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测量分别采用4个题项。
[bookmark: _Hlk147592961]（3）控制变量。为减少其他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将企业年限、企业规模、R&D投入、销售利润率和创新战略作为控制变量。参考Tomlinson[25]的研究，前4个变量的测量均采用七级量表，分别按企业成立年限、员工人数、研究与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及净利润占销售收入比例划分等级。参考Cruz-González等[45]的思路，为了控制企业的创新战略导向，将创新战略作为控制变量；借鉴Pulles等[37]的研究，创新战略采用4个测量项进行测量。
具体的测量量表如表2所示，显示每个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α）、复合信度（CR）和提取的平均方差（AVE）均超过临界值。
[bookmark: _Hlk147592106]
表2  变量测量结果
	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载荷
	指标

	[bookmark: _Hlk147562894]创新绩效

	新产品数量
	0.905
	Cronbach' α = 0.951; CR = 0.957; AVE = 0.759

	
	产品拥有的技术含量
	0.869
	

	
	产品的市场美誉度
	0.837
	

	
	新产品开发的成功率
	0.907
	

	
	拥有行业领先的技术与工艺
	0.889
	

	
	在行业内优先使用的新技术数量
	0.858
	

	
	新产品开发的投入产出效率
	0.832
	

	供应商合作深度

	经常定期举行会议等，频繁进行正式交流
	0.834
	Cronbach' α = 0.879; CR = 0.908; AVE = 0.663

	
	非正式接触频繁，在个人层面上了解合作伙伴的员工
	0.814
	

	
	重视交换彼此意见，共同解决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867
	

	
	信息交流非常及时、可靠
	0.783
	

	
	相互使用资源，如仪器设备等
	0.772
	

	客户合作深度

	经常定期举行会议等，频繁进行正式交流
	0.890
	Cronbach' α = 0.924; CR = 0.941; AVE = 0.759

	
	非正式接触频繁，在个人层面上了解合作伙伴的员工
	0.876
	

	
	重视交换彼此意见，共同解决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867
	

	
	信息交流非常及时、可靠
	0.848
	

	
	相互使用资源，如仪器设备等
	0.877
	

	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深度

	经常定期举行会议等，频繁进行正式交流
	0.917
	Cronbach' α = 0.933; CR = 0.949; AVE = 0.787

	
	非正式接触频繁，在个人层面上了解合作伙伴的员工
	0.863
	

	
	重视交换彼此意见，共同解决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871
	

	
	信息交流非常及时、可靠
	0.896
	

	
	相互使用资源，如仪器设备等
	0.888
	

	政府合作深度

	与政府创新服务机构／部门之间的联结和合作深度高
	0.944
	Cronbach' α = 0.930; CR = 0.949; AVE = 0.863

	
	与政府信息服务机构／部门之间的联结和合作深度高
	0.940
	

	
	与政府监管机构／部门之间的联结和合作深度高
	0.903
	

	金融机构合作深度

	合作的金融机构为企业开展监控活动
	0.916
	Cronbach' α = 0.908; CR = 0.925; AVE = 0.805

	
	合作的金融机构为企业投入很多资金
	0.893
	

	
	合作的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很多增值服务
	0.883
	

	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

	在机器、设备和建筑物上有额外的投资，这些都是针对合作伙伴的
	0.846
	Cronbach'α = 0.857; CR = 0.902; AVE = 0.698

	
	对合作伙伴的原材料、仪器和工具进行了额外投资，以便与合作伙伴建立并保持长期合作
	0.815
	

	
	额外投资了专门针对合作伙伴的设备和设施（如交通设施、通信设施）
	0.860
	

	
	如果停止与合作伙伴的合作，将很难重新部署专门用于满足合作伙伴需求的投资
	0.820
	

	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

	聘请了额外的员工来满足合作伙伴的具体要求
	0.892
	Cronbach'α = 0.888; CR = 0.922; AVE = 0.746

	
	在员工培训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以满足合作伙伴的具体要求
	0.883
	

	
	获得了额外的新知识，以配合合作伙伴的具体技术规格
	0.858
	

	
	如果停止与合作伙伴的合作，将很难重新部署专门用于满足合作伙伴需求的投资
	0.820
	

	创新战略
	积极寻找新的潜在机会
	0.884
	Cronbach' α = 0.887; CR = 0.921; AVE = 0.744

	
	高度重视研发、技术领先和创新
	0.856
	

	
	等待其他企业引进新技术并快速复制的政策（反向指标）
	0.892
	

	
	强烈倾向高风险投资，有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率
	0.816
	


[bookmark: _Hlk147593011]

3.3  信度、效度及共同方法偏差
表2表明本研究的变量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参考辛冲等[18]、王黎萤等[46]、杨震宁等[47]的研究，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效度检验，得到KMO 值为0.781、大于0.5，Bartlett球形检验P值（P=0.000<0.05）显著，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接下来使用AVE值来检验区分效度，所有变量的AVE值均超过0.5，可见问卷收敛效度良好。此外，每个因素的测量值提取的平均方差的平方根大于该因素的测量值与模型中其他因素的所有测量值的相关性的绝对值，区分效度良好。为了获得企业合作内部过程所需的数据，使用关键信息来源是很常见的【表意不明，何为“关键信息来源”重新明晰阐述】。为了防止共同方法偏差，通过Harman单因子检测方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8.231%，未越过40%，表明变量的共同方法偏差没有问题。
[bookmark: _Hlk147591868]4  研究结果与分析
假设检验采用层次分析法，结果分别如表3和表4。其中，模型1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2增加了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的直接影响；模型3增加了物资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直接影响；模型4包括物资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线性相互作用项（Supplier × PSIs、Customer × PSIs、U&RI × PSIs、Gove × PSIs、Fina × PSIs）；模型5为全模型，引入了物资资产专用性投资平方交互项（Supplier × PSIs2、Customer × PSIs2、U&RI × PSIs2、Gove × PSIs2、Fina × PSIs2）；模型6检验了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直接影响；模型7包括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线性相互作用项（Supplier × HSIs、Customer × HSIs、U&RI × HSIs、Gove × HSIs、Fina × HSIs）；模型8为全模型，引入了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平方交互项（Supplier × HSIs2、Customer × HSIs2、U&RI × HSIs2、Gove × HSIs2、Fina × HSIs2）。
表3  样本的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与创新绩效关系检验
	变量
	模型 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FS
	−0.139***
	−0.086**
	−0.070*
	−0.062*
	−0.050

	FA
	−0.025
	−0.038
	−0.043
	−0.039
	−0.025

	R&D
	−0.024
	−0.007
	−0.007
	−0.004
	−0.006

	ROS
	−0.004
	0.007
	−0.008
	−0.010
	−0.011

	IS
	0.240***
	0.178***
	0.157***
	0.147***
	0.140***

	Supp
	
	0.109***
	0.094**
	0.000
	−0.219

	Cust
	
	0.003
	−0.009
	0.331***
	0.077

	U&RI
	
	0.094**
	0.092*
	0.083
	−0.216

	Gove
	
	0.212***
	0.198***
	0.021
	−0.261

	Fina
	
	0.122***
	0.098**
	0.038
	0.118

	PSIs
	
	
	0.171***
	0.208
	−1.944***

	PSIs2
	
	
	
	
	0.275***

	Supplier × PSIs
	
	
	
	0.024
	0.186**

	Customer × PSIs
	
	
	
	−0.082***
	0.092

	U&RI × PSIs
	
	
	
	0.002
	0.192*

	Gove × PSIs
	
	
	
	0.042*
	0.222**

	Fina × PSIs
	
	
	
	0.014
	−0.038

	Supplier × PSIs2
	
	
	
	
	−0.022*

	Customer × PSIs2
	
	
	
	
	−0.023*

	U&RI × PSIs2
	
	
	
	
	−0.024*

	Gove × PSIs2
	
	
	
	
	−0.022*

	Fina × PSIs2
	
	
	
	
	0.007

	
R2
	0.076
	0.212
	0.248
	0.279
	0.318

	ΔR2
	
	0.136***
	0.036***
	0.031**
	0.039***

	F
	6.100***
	9.830***
	10.950***
	8.700***
	7.510***



表4  样本的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与创新绩效关系检验
	变量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FS
	−0.072*
	−0.064*
	−0.062*

	FA
	−0.039
	−0.032
	−0.027

	R&D
	−0.007
	−0.009
	−0.010

	ROS
	−0.001
	0.002
	−0.005

	IS
	0.165***
	0.148***
	0.121**

	Supp
	0.097**
	0.120
	0.273*

	Cust
	−0.001
	0.203*
	0.120

	U&RI
	0.083*
	0.192*
	0.193

	Gove
	0.202***
	−0.003
	−0.120

	Fina
	0.107***
	−0.036
	−0.253*

	HSIs
	0.115***
	0.107
	0.083

	HSIs2
	
	
	0.003

	Supplier × HSIs
	
	0.040**
	−0.018

	Customer × HSIs
	
	−0.051**
	−0.058

	U&RI × HSIs
	
	−0.029
	0.158

	Gove × HSIs
	
	0.057***
	−0.103

	Fina × HSIs
	
	−0.004
	0.188**

	Supplier × HSIs2
	
	
	−0.062

	Customer × HSIs2
	
	
	0.005

	U&RI × HSIs2
	
	
	−0.014

	Gove × HSIs2
	
	
	0.012

	Fina × HSIs2
	
	
	−0.006

	
R2
	0.229
	0.261
	0.293

	ΔR2
	0.153***
	0.032***
	0.032***

	F
	9.830***
	7.930***
	6.650***



在所有8个模型的解释变量中，方差膨胀因子最高为3.28，表明模型中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较弱。其中，【表格中已清晰表现的内容不必再用文字简单重复赘述】企业与供应商合作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H1a得到证实；然而，与客户合作创新回归系数不显著，H1b未得到证实；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和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H1c得到证实，同样地，与政府和金融机构合作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H1d和H1e得到证实。因此，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方面，除了与客户合作之外，都与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而言，与政府的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最大，金融机构次之，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的正向影响最小。在控制变量中，只有企业规模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规模越大则创新绩效越好。
在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非线性调节效应方面，企业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与各类型合作伙伴的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确实存在倒“U”型调节作用，即在适度的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水平下，合作深度对创新绩的正向影响最大；然而，与金融机构合作深度和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的平方乘积项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即H2得到部分支持，并且一次项回归系数也不显著，表明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在与金融机构合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方面不存在调节效应。
在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的倒“U”型调节效应方面，以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大学与研究机构合作深度为例，3种合作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水平上以二次方的方式变化，图4、图5和图6直观地呈现了这一结果，表明了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倒“U”形调节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与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为H2提供了实证支持。
【图4中：纵坐标标目的位置和方向改按本刊规范要求执行。即，居于坐标轴左侧上下居中，且字为自下而上连读；横坐标标目改置于坐标轴下方左右居中】

   
图4  样本的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调节作用下与供应商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








【图5中：纵坐标标目的位置和方向改按本刊规范要求执行。即，居于坐标轴左侧上下居中，且字为自下而上连读；横坐标标目改置于坐标轴下方左右居中】


图5  样本的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调节作用下与客户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

【图6中：纵坐标标目的位置和方向改按本刊规范要求执行。即，居于坐标轴左侧上下居中，且字为自下而上连读；横坐标标目改置于坐标轴下方左右居中】


图6  样本的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调节作用下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

有趣的是，关于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非线性调节效应的假设，结果如表4中的模型8所示，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大学与研究机构、政府及金融机构合作深度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3个平方乘积项【共5个，哪3个？】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倒“U”型调节作用没有得到支持，H3未通过检验；另外，一次交互项除了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是显著的之外，其他也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只有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正向的线性调节效应，即，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越大、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深度越深，企业创新绩效越大。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我国企业的创新实践，将专用性投资理论引入创新生态系统分析框架，构建并实证检验了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及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调节效应下的异质性合作伙伴合作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与供应商、大学及研究机构、政府及金融机构的合作深度越高，企业创新绩效越好。这一结论证实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积极意义，强调了合作深度的重要性，表明创新生态系统对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均具有正向影响。与低层次合作相比，高层次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更能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对外部信息更开放的外向型探索者企业更善于开发新产品以及具有更高新颖性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创新绩效。然而与客户的合作未得到支持，这可能是因为客户知识具有难以交换和难以表达的性质使其具有高度的黏性，不利于企业对客户知识的吸收；另外，企业与客户进行合作创新，由于客户参与了创新过程，从而创新结果更容易被客户认可，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速度和市场绩效，从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2）在创新生态系统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中，企业与政府的合作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最大，金融机构次之，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创新最小。其中，政府的影响最大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政府一方面提供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另一方面还通过补贴等方式直接提供创新资源；金融机构提供创新所需的资金支持，在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金融约束的情况下，资金对企业创新仍具有重要影响。除此之外，供应商的信息和知识与企业的知识库状况密切相关，如果其易于被企业理解，则企业很容易吸收从供应商那里获得新知识，并将其整合到企业的创新过程中；与供应商的知识不同，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最前沿，但在这些组织内进行研究的基本特征使企业很难理解【表意不明】，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财务、人力、注意力等）才能理解这些知识并将其应用到新产品中，从而减弱了企业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3）除了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之外，企业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在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具有倒“U”效应。这意味着企业的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存在一个最优规模水平，在达到最优规模水平之前有助于提高企业与特定的供应商、客户、大学及研究机构、政府的合作创新深度，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在达到最优规模水平之后，则有可能使企业被锁定在特定交易关系中，并导致合作盲目性，从而限制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也就是，在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处于中等水平时，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联系最大，而在专用性投资水平高或低时则较小，当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水平中等时，正的价值创造（加强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联系）效应已经足够强大，而消极影响（减弱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联系）仍然很弱，无法补偿其正效应，非线性调节效应最大。
（4）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仅在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存在正向线性效应。结合上述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在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不具有调节效应这一结论，表明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中，与假设的倒“U”型调节效应不同，企业的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能够增加与金融机构合作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而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并不影响两者的关系。
5.2  管理启示
（1）加深创新生态系统主体合作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创新生态系统重新配置了企业的资源基础，管理者需要注意建立和利用不同主体的合作关系。鼓励不同创新主体合作、协同共享是创新生态建设与开放式创新发展的共同目标，也是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不仅要认识到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仅仅进行合作不一定会必然取得高创新绩效，与供应商、大学及研究机构、政府及金融机构的合作深度越高，企业创新绩效才越好。尽管企业与客户的合作对企业与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但这并不表明企业不需要与客户合作，如上所述，与客户进行合作创新，企业的创新结果更容易被客户认可。
（2）适度运用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为了创新成功，我国企业常常通过增加机器设备等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与创新生态系统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创新，然而，研究表明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对创新生态系统对创新绩效积极影响的促进作用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效，如果超过合理的规模水平，则会减弱创新生态系统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因此，企业应将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保持在合理范围内，避免由于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过高而减弱合作创新程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中，企业没有必要进行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
（3）充分发挥企业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在与金融机构合作对创新绩效积极影响中的正向调节作用。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有助于减少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合作各方目标不一致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培养和加深合作各方的信任，能够提升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因此，企业在制定专用性资产投资策略时，应高度重视对金融机构的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投入，与金融机构建立和保持优良的关系，增强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5.3  局限性及未来研究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比较方法探索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同时与多个合作伙伴的不同合作组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尽管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包括了主要的高技术产业企业，但在推广结果时应谨慎，未来研究可能会在其他情境中审查研究结果，纳入不同行业或时间段，以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结论。另外，研究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与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调节作用时，未来研究还需要确定专用性投资对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否也延伸到其他类型的专用性投资，例如流程专用性投资、地点专用性投资等。此外，除了情境差异之外，未来的研究还应关注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同合作伙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联系的企业能力差异，如资源拼凑能力及吸收能力。

[bookmark: _Hlk151994142]参考文献： 
[1]王文娜,胡贝贝,刘戒骄,等.产学研合作深度与国家高新区全要素生产率[J].科学学研究,2021,39(9):1641-1651.
[2]张羽飞,原长弘,张树满.产学研融合程度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39(9):64-74.
[3]马艳艳,刘凤朝,姜滨滨,等.企业跨组织研发合作广度和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J].科研管理,2014,35(6):33-40.
[4]TOROSLU A,HERRMANN A M,CHAPPIN M M H,et al.Open innovation in nascent ventures: does openness influence the speed of reaching critical milestones?[J].Technovation,2023,124:102732.1-102732.12.
[5]高霞,曹洁琼,包玲玲.产学研合作开放度的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J].科研管理,2021,42(9):112-119.
[6]VILLENA V H,CHOI T Y,REVILLA E.Revisiting 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 is more always better or could more be worse[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9,45(2):752-785.
[7]KAUFMANN A, TÖDTLING F.Science-industry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the importance of boundary-crossing between systems[J].Research Policy,2001,30(5):791-804.
[8]TÖDTLING F,LEHNER P,KAUFMANN A.Do different types of innovation rely on specific kinds of knowledge interactions?[J].Technovation,2009,29(1):59-71.
[9]PIHLAJAMAA M,KAIPIA R,AMINOFF A,et al.How to stimulate supplier innovation?Insights from a multiple case study[J].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2019,25(3):1-14.
[10]AMARA N,LANDRY R.Sources of information as determinants of novelty of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1999 statistics Canada innovation survey[J].Technovation,2005,25(3):245-259.
[11] LHUILLERY S, PFISTER E. R&D cooperation and failures in innovation projec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rench CIS data [J]. Research Policy, 2009, 38(1): 45-57.
[12]KIM J,KIM W.The intensity and diversity of R&D partner types and product development:do product innovation types and industry sectors matter?[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22,184:121958.1-121958.19.
[13]PLATA G, APARICIO S, SCOTT S. The sum of its parts: examining the institutional effects on entrepreneurial nodes in extensive innovation ecosystem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21,99: 136-152.
[14]LIN C W, WU L Y, CHIOU J S. The use of asset specific investments to increase customer dependence: a study of OEM supplier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7, 67: 174-184．
[15]余海晴,俞兆渊,赵树宽.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机会主义效应与治理机制研究:一个独立和互补的调节模型[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0,32(1):13-24.
[16]KÖNNÖLÄ T, ELORANTA V, TURUNEN T, et al. Transformative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 ecosystem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21,173:121106.1-121106.14.
[17]RADZIWON A,BOGERS M.Open innovation in SMEs: exploring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an ecosystem[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9,146: 573-587.
[18]辛冲,徐杨,吴怡雯.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模式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2,34(3):54-65.
[19]JIANG H,YANG J,LIU W.Innovation ecosystem stabilit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the mediating effect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22,26(11):378-400.
[20]CAMACHO N,NAM H,KANNAN P K,et al.Tournaments to crowdsource innovation: the role of moderator feedback and participation intensity[J].Journal of Marketing,2019,83(2):138-157.
[21]WIJEKOON A,SALUNKE S,ATHAIDE G A.Customer heterogeneity and innovation-based competitive strategy: a review, synthesis, and research agenda[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21,38(3):315-333.
[22]Q W,HUO B F,ZHAO X D.What makes logistics integration more effective? Governance from contractual and relational perspectives[J].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2020,41(3):259-281.
[23]易巍,龙小宁.高校知识溢出对异质性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管理,2021,43(7):120-135.
[24]高超,刘灿雷.企业创新的外在动力:公共科研机构技术转让的驱动效应[J].世界经济,2022,45(11):201-224.
[25]TOMLINSON P R. Co-operative ties and innovation: some new evidence for UK manufacturing[J].Research Policy,2010,39(6):762-775.
[26]姜文宁,罗津,关汉男. 区域高校资源禀赋、产学研合作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8(1): 75-86.
[27]王保林,张铭慎. 地区市场化, 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J].科学学研究, 2015, 33(5): 748-757.
[28]MANSFIELD E.Academic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J].Research Policy,1991,20(1):1-12.
[29]HAIT W N,STOFFELS P.A primer for academic entrepreneurs on academic-industrial partnerships[J].Nature Communications,2021,12:5778.1-5778.4.
[30]权小锋,刘佳伟,孙雅倩.设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0(9):175-192.
[31]郑月龙,秦国静.政府补贴对产业共性技术可持续研发行为的影响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1,33(3): 121-145.
[32]TIAN Y,WANG Y P,XIE X M,et al.The impact of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on firms’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9,143: 1-8.
[33]马宁.风险投资、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和代理成本[J].管理评论,2019,31(10):222-233.
[34] HUANG M C,HUANG H H.How transaction-specific investments influence firm performance 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the mediating role of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J].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2019,24(2):167-175.
[35]胡志颖,童梦露,刘桐桐.与客户共享审计师会影响供应商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吗?[J].管理评论,2022,34(2): 291-302.
[36]WEN J,QUALLS W J,ZENG D.To explore or exploit: the influence of inter-firm R&D network diversity and structural holes on innovation outcomes[J].Technovation,2021,100:102178.1-102178.12.
[37]PULLES N J,LOOHUIS R P A.Managing buyer-supplier conflicts:the effect of buyer openness and directness on a supplier’s willingness to adapt[J].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2020,56(4):65-81.
[38]俞兆渊,鞠晓伟,余海晴.双边关系专用性投资如何影响合作创新绩效?[J].经济管理,2020,42(6):79-95.
[39]王雷,远秋丽.代工专用性投资有利于海外知识获取吗[J].科学学研究,2017,35(4): 574-584.
[40]SUN Y W, ZHONG Q.How modularity influences product innovation:the mediating role of module suppliers’ relationship-specific investments[J].Management Decision,2020,58(12):2743-2761.
[41]祝明伟,李随成.制造商与供应商合作时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J].科技管理研究,2023,43(4):169-176.
[42] YLI-RENKO H,AUTIO E,SAPIENZA H J.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acquisition,and knowledge exploitation in young technology-based fir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6/7):587-613.
[43]解学梅.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0,13(8):51-64.
[44]WANG L,ZHANG C,JIANG F M.Matching governance mechanisms with transaction-specific investment types and supplier rol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ross-border outsourcing relationship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9,28(2):316-327.
[45]CRUZ-GONZÁLEZ J,LÓPEZ-SÁEZ P,NAVAS-LÓPEZ J E. Absorbing knowledge from supply-chain,industry and science:the distinct moderating role of formal liaison devices o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novelty[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15,47:75-85.
[46]王黎萤,陈霞,谢雯欣.技术标准联盟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23,43(13):110-118.
[47]杨震宁,侯一凡,李德辉,等.中国企业 “双循环” 中开放式创新网络的平衡效应:基于数字赋能与组织柔性的考察[J].管理世界,2021,37(11):184-205,12.
.
作者简介：吴爱华（1976－），通信作者，女，山东蓬莱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及专用性投资；翟小清（1998－），男，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及海洋经济；苏敬勤（1961－），男，湖北武汉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管理。

Microsoft_Visio___4.vsdx
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
供应商合作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95%置信区间
拟合值



image4.emf
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

供

应

商

合

作

创

新

对

创

新

绩

效

的

影

响

95%置信区间

拟合值


Microsoft_Visio___5.vsdx
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
客户合作创新对
创新绩效的影响
95%置信区间
拟合值



image5.emf
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

客

户

合

作

创

新

对

创

新

绩

效

的

影

响

95%置信区间

拟合值


Microsoft_Visio___6.vsdx
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
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95%置信区间
拟合值



image6.emf
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

大

学

及

研

究

机

构

合

作

创

新

对

创

新

绩

效

的

影

响

95%置信区间

拟合值


Microsoft_Visio___1.vsdx
专用性投资


创新生态系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套牢效应
价值创造效应



image1.emf
专用性投资

创新生态系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套牢效应

价值创造效应


Microsoft_Visio___2.vsdx

专用性投资
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0
m



image2.emf
专用性投资

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0 m


Microsoft_Visio___3.vsdx
创新生态系统:
a) 供应商
b) 客户
c)大学与研究机构
d)政府
e)金融机构
企业创新绩效
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
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
H1 (+)
H3 (∩)
H2 (∩)



image3.emf
创新生态系统:

a) 供应商

b) 客户

c)大学与研究机构

d)政府

e)金融机构

企业创新绩效

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

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

H

1 

(+)

H

3 

(Ł)

H

2 

(Ł)


